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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后期的中日商约交涉

翁 敏,陈 洁

摘 要:北京政府的修约实践及努力,是近代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重要一

环。北京政府时期以中比商约期满为契机,掀起了与各国修改商约的外交浪潮,其中尤

以中日商约交涉最为当时舆论瞩目。驻日公使汪荣宝几乎见证了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的全

过程,特别是在北京政府后期进行的中日商约谈判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推动商约交

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但是,日本方面的一味拖延,以及交涉中中国自身存在的种种局

限,严重制约了商约交涉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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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商约交涉是北京政府后期修约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中外舆论所关注的焦点。北

京政府为促使商约谈判取得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亦期之成为中国订结对外相互平等条约之先

声。本文拟围绕驻日公使汪荣宝与中日商约交涉的复杂关系展开研究,系统考察北京政府后期中

日修改商约的缘起及其交涉过程,深入探讨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日使馆在改订商约中的良性互

动,以及这一时期中日商约交涉失败的原因,以冀有助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研究,更好把握近

代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脉络。

一、汪荣宝使日与中日商约的到期问题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交流频繁。从清末开始,随着留日学生的不断增多,中日间各领域联系

日益密切,中日外交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京政府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为使中日邦交益

加巩固,都把发展两国间的关系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然而,自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以来,

中国外交屡遭挫折,中外关系受到很大冲击,中日关系也因山东问题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同

时,中日其他领域的冲突和摩擦逐渐增多,使得原本紧张的中日关系更加扑朔迷离,极大考验着

当时中国外交官员的智慧和能力。驻日公使作为处理中日争端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经常为妥

善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而忙碌奔波于一线,职责重大。

1922年,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公使胡惟德因公回国,导致中国驻日公使一职空缺。为免中日

外交不受大的波动,北京政府外交部决定从驻外使节中遴选出色的外交官,以堪重任。虑及当时

中日关系正处敏感而又多变的阶段,担任驻日公使的人选除须具备高超的外交艺术外,还须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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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较深的了解。北京政府外交部通过对驻外官员的综合考察后发现,汪荣宝可堪大任。“汪氏

久居外交界,且驻欧多年,除练达普通外交事务,通晓世界大势外,其学术亦颇足称述。西洋学

术固颇渊博,东洋学术尤深研究,即人格亦极高尚,素为中外所敬服。”[1]而且,汪荣宝曾留学日

本,对日本知之甚深。基于以上考量,外部于同年6月任命驻瑞公使汪荣宝转任驻日公使,令其

从瑞士径赴日本履职,处理其前任遗留下的众多棘手问题。按照计划,汪荣宝原拟9月10日由

瑞士直往日本履新,但得知政府现积欠使馆经费及留学各费,共有八九百万日金之巨,亦深悉无

法应付,故未立即启程前往[2]。汪荣宝深知:“历任驻日公使之最为顾虑者,厥为留日学生经费

之困难问题,倘此项经费无着,即漫然就任,则余朝抵东京夕,必遭学生之包围。”[3]为解决各项

经费的着落问题,汪荣宝与北京中央政府经过反复的沟通与磋商,达成妥协,“留学生经费,由

崇文门税款项下月拨二万五千元,不够之处再由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资金项下拨款补助;使馆经

费,如果发行五百万国库券,则可如数支给”[4]。后顾之忧解决后,汪荣宝于1923年12月15日

离京赴任,12月底抵达东京。从汪荣宝受命为驻日公使到正式抵日的漫长过程中,足以说明汪

氏深谙内政外交之道,实为可用之才。

对于中日关系,汪荣宝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余留欧八年,方始归国,离日已二

十余年,今再使日本,中日间外交之纷杂,亦必不如两国外交险恶声势之大,两国苟能开诚布

公,则一切问题均当不难解决云。”[3]正是基于对中日时局的正确认知,汪荣宝就任伊始,积极与

日方展开相关谈判。由于中日间急待办理事务甚多,汪荣宝选择以中日之间留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作为谈判的突破口,以期促进中日间其他问题交涉的妥善解决。诚如时论所言: “汪氏之赴任,

除望其急谋两国普通外交关系之进步外,更信其致力两国文化关系之发展。”[1]历经数次谈判和协

商,中日两国于1924年2月签署 《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该协定详细规定了日本利用庚子赔

款在中国举办各种文化事业的内容,对中日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实际上,日本对华

文化事业也带有文化侵略的某些性质,身为协定签字代表的汪荣宝难免受到来自国内文化界的批

评和质疑[5]311-312。尽管责备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汪荣宝依然努力维持着中日关系大局。当中日

文化教育事业交涉在招致多方非议的境况下结束时,汪荣宝及使馆人员旋因中日商约的期满问

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日外交活动。

中日商约系指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该约于1896年10月20日互换,算至1926年10月20
日,复届十年期满。根据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二十六款之规定:“此次所定税则及此约内关

涉通商各条款,日后如有一国再欲重修,由换约之日起,以十年为限,期满后须于六个月内知

照,酌量更改。若两国彼此均未声明更改,则条款税则仍照前办理,复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后

均照此限此式办理。”[6]按照此款条文所载,“自满期之日起六个月内,如有一方提议,可于六个

月期内开会协商修改”,1906年和1916年两次期满时,本可为修约之主张,乃因吾国政府未经提

议,致令逾期仍继续有效,实为错失修约之良机[7]。今届第三次修改之期将满,国外侨胞及国内

官商,均有改订新约之主张,此诚吾国外交史上之重要时机也[8]5。针对中日商约的到期这一问

题,有时人大声疾呼称:“但满期之约,若不乘机修改,则将错过时会,永无修改之日矣。”[9]马

寅初先生更是直接痛陈道:“今日改订之机会又至矣,若不要求改订,日后之权利丧失,又不可

以数计。况中比商约与中日商约,为最先满期之条约,期满而又不能改订,则此例一开,将来凡

有条约满期者,均可引以为例,而丧权辱国之条约,将永无彻底消灭之一日矣。”[8]6面对国内日

益高昂的 “请废旧约,另订平等待遇之新约”之声浪,北京政府外交部及驻日使馆在确知民意难

违的情势下,也萌生了修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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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日商约第三次届满之期临近,北京政府外交部和汪荣宝深感中日商约有修改之必要,

均言应乘此良机,敦促日方赞成修约。早在中日商约到期之前,外交部曾多次电询汪荣宝关于中

日商约修改的看法,电文内容大意是:中日商约于1926年即将届满,亟应另行修订,以维主权;

汪使 “执日有年,尚望即纾谠论,以资筹备”[10]。对此,汪荣宝曾致电回复称, “中日通商条约

期满,亟应另订平等新约,并述前清误将关税司法等,订入商约各节”[11],必须着重加以修订。

而且,还指出中国此次提议修改商约,“是按照时势,根据法理,为最妥当最合理之要求”[12]658。

在吸纳驻日使馆与国内舆情的基础上,外交部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角度出发,认为 《中日通商行

船条约》订立已经三十年之久,“在此长时期内,两国政治、社会、商务状况,已不知几经变迁,

以订立年代久远之约,支配两国屡经变迁之商务关系,自多不能适宜之处,是以修改此约而代以

双方同意之新约。由缔约国相互利益言之,不特系应为之事,且实为必要之图”[12]652。因此,“为

求适应现时必要起见”[7],《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届期满之日,自应宣告废止,另订平等新约。以

上反映出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汪荣宝均主张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依势而为,主动向日本政府言明中

国国民希望期满改订新约之态度,以求日本社会之谅解同意。

为使中日修改商约周密妥当地进行,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秘密致电驻日本公使汪荣宝,电文中

指出中日商约 “复届十年修改之期,部拟于期满前数日内向日政府声明,期满改订新约,望预为

筹备布置”[13]572,要求驻日使馆方面严密注视日本政府及社会对修约的态度和舆论,及时反馈相

关动态。汪荣宝接到指示之后,积极研究筹备。汪氏出于慎重起见,也出于维护国家利权和主

权,始终认真对待此事,将其作为当时中日交涉的第一要务。所以,自从北京政府提议修改中日

商约之初,汪荣宝就积极着手准备中日商约交涉的相关资料,并针对交涉中如何提出修约要求与

外部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二、汪荣宝对中日修改商约的认识及建议

关于旧约到期如何修改之方法问题,民国学者王龄希认为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另订新约,

另一种是依据旧约。前者就是将旧约完全废弃,而于互利平等基础上,另定草案编列条款;后者

则是仍以旧约为蓝本,就其中条款,为全部或局部之更改[14]。这两种方法简要概况即为 “废约”

与 “修约”。针对中日商约期满之后,采取何种修改办法,北京政府一直举棋不定。这主要是因

为民众废约呼声太高,北京政府不敢轻易忤逆民意,因而只提改订新约,尚未提出根本改订一

节。据时人评论称,“中国政府初意,本拟提出废约办法,忽于二三日来一变其态度,只主张修

约。其原因大致鉴于中比商约交涉经过之棘手,与夫日本近自关税会议以来颇表好意,兼之曾由

佐分利委员提示修改商约意见,故不愿过于固执”[15],这一说法虽然不大可靠,却也折射出北京

政府不敢轻言废约的苦衷。这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是一个强国,北京政府有所畏惧,是

其不敢单方面废约的最主要原因;而五卅惨案发生后,日本采取对华缓和的外交政策,缓解了中

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是促成其仅言修约,不提废约的重要因素[16]。

然而,相较于北京政府修改中日商约含糊其辞的态度,驻日公使汪荣宝明确表达了不赞成废

约的观点。他以为, “若采用宣言废约主义,则纯属片面自由行动”[12]656,会激起日本的强烈反

对,极大阻碍中日修改商约的交涉。与废约主张不同的是,他在1926年9月致外交部的电文中

明确指出:“先就关税自主及撤废领事裁判权谋彻底之解决,旧商约尽属片面条款,应全部修改,

以顺国民废止不平等条约之主张。”[13]577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汪荣宝是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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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提倡者之一。关于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改订,北京政府虑及此事乃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事,

为慎重起见,多次电询驻日公使汪荣宝对于修改此项条约的意见,汪荣宝则极力劝说外交部采纳

其前项主张。经过汪氏的反复陈说利害,外交部最终接受了他的中肯意见。这一点可在1926年

10月中日修约照会的修改稿中略窥一斑。文稿中称:“中国政府对于前述各约照现行之方式,实

希望不再继续,而愿即进行根本改订事宜,代以双方同意之新约,以图增进两国之公共利益。”①

随后顾维钧外长在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的谈话中,则进一步阐明了采用根本改订一节的深层动

因,实为 “民意力主废旧订新,其势甚烈,然政府以新约须经订约国彼此同意,互相妥协,方可

成立,故将稳和态度提议根本改订”[13]595。正是通过对商约修改方法取得一致共识,外交部与驻

日使馆间才开始就中日商约改订的内容与具体事项进行实在商酌。

在中日改订商约的准备和筹划阶段,外交部充分发挥了驻日使馆在中日两国外交中的特殊作

用,经常性地征求汪荣宝对于中日商约修改的意见,以便了解日本政府的修约态度,减轻修约阻

力。在这个阶段,外交部与汪荣宝公使之间主要是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商讨。在1926年9月12日

外交部致驻日公使电文中,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一是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附属文

件,以及附属该约之公立文凭,虽未规定有效期间,既系连属性质,是否宜一并提出修改? 二是

此次对日本照会是仅言修正,还是说明到期失效呢? 三是如说明失效,各该约停止效力日期算至

何时[12]654-655? 由于这三个问题是中日改订商约的核心问题,外交部极为重视,命令汪氏详细斟酌

并迅速禀复。汪荣宝对中文、英文、日文三种不同版本的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进行了细致研

究,并参考以前各国的修约实践,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在该月24日回复外交部的电文中,

汪荣宝针对外交部电询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一一说明。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指出 《中日通商行

船条约》已经到期,既然现在决定提议修改,则附属该约的 《公立文凭》及续约 《中日通商行船

续约》,均当一并提议修改。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详细分析后指出,此约第二十六款的中文文本

仅有 “声明更改”字样,却无更改不成立应如何办理的说明;而日文有关继续有效的条件,除

“两方无改正要求”一语外,尚有 “条约未经改正”一语,上述二语是否侧注,抑系平列,不无

疑义。为此,他特意查照该约英文文本,发现前述两语中间有 “and”字样,即 “无改正之要求”

与 “未经改正”并非一事也。因中文、日文关于此款有较大出入,假如日本欲以英文解释为准,

我方很难辩驳,至于 “到期失效”一语则更不便提出。但修约一事关系政府对外方针,如果决计

顺应国民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无须拘牵文义,届时日方若不允诺修约,自行宣布废约即可。

针对第三个问题,他认为若政府提议修约,则新约未订定以前,旧约仍继续有效;若政府采用单

方面废约,则无论何时均可以宣布条约无效[13]586-587。他的这些意见和观点,获得了外交部的赏识

与认可,相当部分被写入了中日商约的正式照会稿中。

此外,汪荣宝在商约谈判开始前后,对其主张的根本改订商约一节向外交部和日本政府作了

详细解释和说明,尤其是对新约订立的依据和中日商约须根本修改的内容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币原外相曾提出的 “根本修改,系作何解释”,汪荣宝辩驳道:“旧约系片面

的,今日商订新约,自应采用平等相互主义。所谓根本修改者,即指平等相互而言。”[12]657-658而

且,他认为中日商约修改不能仅限于税则和通商各款,凡是商约内含有的一切非平等相互之规定

都需要修改[12]657-658。随后,在给全国商会联合会江苏省代表王介安的回函中,汪荣宝再次阐明了

自己关于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意见,即 “将旧约内不平等之点,逐一签出,旧约款项,均系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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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不平等,今另订新约,应采用平等相互主义,至关税自主暨撤去领事裁判权,尤为最重要原

则”[10]。他的上述主张,成为北京政府主动提议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成为北京

政府修约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荣宝关于修改中日商约的独到认识和建

议,为中日商约交涉的有序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理支撑和现实依据。

三、中日改订商约交涉的成效及反思

前已述及,北京政府早在1926年1月前后就开始为修改中日商约作准备,在1月13日外交

部发给汪荣宝的电函中明确指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第三次十年之期届满,希望其预先做好

筹划,以便应对此事。随着中日商约的期满将至,外交部于9月底撰拟完成对日本照会文稿,征

求汪荣宝对于此项稿件的修改意见。汪氏以为照会稿内容极为妥当,但有一处需要修改,即 “不

愿继续”字样改为 “不愿再行继续”,以表明我国政府修约之决心[12]655。由于顾维钧外长对 《中

日通商行船条约》期满作废一节,主张 “到期再行声明作废”,所以迟迟没有将中日修约照会稿

通知日方。直到10月20日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到期,才正式照会驻京日使芳泽,称 “根据该

约第二十六条,要求根本修正全约,不以商务条款为限”,冀中日两国迅速开始谈判,于六个月

内订成新约,并着重声明:“如新约不能于六个月内订成,中政府保留宣布对旧约表示态度之权

利。”[17]115与此同时,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请其将10月19日收到的照会文稿代转日本外

务省,并敦促日方尽快答复。接到修约照会稿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币原外相于10月21日召

见汪荣宝,声称 “主义上并不反对,彼意请将文内假使修约期满应有权利一段删除,以免发表后

惹起日本国民反感,于事无益有损”[12]655,尤望中方三思而行。汪荣宝当即将日方意思转达给外

交部,请求外交部迅速回电,以防日方藉词拖延。

针对日方的无理说辞,外交部分别于10月23日和26日两次致电汪荣宝,请其向日本政府

代为转达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其一是 “此次修约照会,政府慎重将事,几费斟酌,始有改订之决

定。修约期满至应有权利一段,如经删去,恐愈惹起中国舆论之反响,于修改前途反多窒

碍”[12]655。其二是 “关于应有权利一段,因中国既愿将现约加以根本修改,假如六个月不成,自

应表示一种态度,丝毫无威胁之意存于其间”[12]656-657,且殷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谅解中方的苦心,

以免滋生误会。然而,日方始终态度强硬,坚决认为中国政府声明保留其应有之权利一项含有胁

迫之意,与互相让步互相信赖之精神不相符合。日使芳泽更是蛮横地说道:“在本国当局对于该

句未谅解以前,决难同意公布照会内容”[13]596,以此要挟中方,迫使北京政府作出让步。面对此

种情势,顾维钧外长和汪荣宝公使两线出击,争取舆论支持,掌握外交主动权。如汪氏在日本特

向新闻记者 “反复演说约三十分之久,彼等均甚感动”,他们对于中方提出的修改商约照会,深

表同情[12]658。另外,外交部也多次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进行会谈,就中日商约改订照会中 “关于

中方保留应有权利之一节”,反复交涉,以期日方能够谅解中方的内察民意、外顾邦交之举。根

据现存的外交部关于修改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历次会谈纪要中记载,

从10月21日至11月1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共举行六次大的会谈,讨论中日商约改订事宜,渐

渐消除了日方的疑虑[12]659-666。诚如汪荣宝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所说的, “旬日以来,从舆论方面,

暗中疏解,颇见成效”[12]658。事实上也是如此,经过汪荣宝等人在舆论方面较长时间地暗中疏导,

日本当局终于有所松动,于1926年11月10日接受了中国修约谈判的要求。关于上月20日商约

照会中争议最多的 “保留其应有之权利”一段,日本在当日的同意改约照会中,仅使用了 “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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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一语,与之前的立场形成巨大反差,着实令人瞠舌! 由此不难发现,日本当局从北京政府

提议修改商约之日始,即对中方提出的修约要求消极应付,仍谋求旧约的继续生效,以确保其在

华特殊权益不受损害。若非北京政府的修约态度坚定,加之中外舆论施加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

断然不会轻易放弃旧约,同意另订新约的。

虽然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修约,但只愿意就改订税率及条约中之通商条款与中方开始商议。至

于税率及通商条款以外的其他问题,日方以 “要求太广泛,未见可以想象或承认”[17]116,拒绝了

中方根本性修正的提议。北京政府出于修约大局着想,并未立即反驳日方的无理要求,而是希望

与日本方面从速开议新约,增进两国亲善之基础。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因内阁重组引发政坛危

机,致使中日商约谈判搁置两个多月。为避免中日商约交涉陷入僵局,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汪荣

宝加紧与币原外相洽谈协商,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双方关于修约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5]317。1927
年1月17日,中国外交当局以书面形式正式告知驻京日使芳泽,“请根基 (据)十月二十日之中

国方面,十一月十日之日本方面,往复文书之精神,准备改订中日商约之交涉,于本月二十一日

举行开幕礼”[18],芳泽公使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欣然应诺。1月21日,顾维钧与芳泽在北京

进行了中日商约修改的正式谈判,从此时起,中日商约谈判的主导权开始转移到北京政府外交部

手里,驻日使馆与日外务省之间的交涉退居次要位置。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日两国围绕关税自主、最惠国条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中方主张日本

“如承认我关税自主,可与讨论互惠协定及过渡税办法,至最惠待遇不能允许”[13]631,而日方则强

调先订互惠协定,再议其他问题。经过慎重研究,北京政府以为 “最惠国条款核与互惠协定不能

相容,此实碍难准许”[13]647,坚决反对日方以修约为幌子趁机扩大在华权益的企图。因双方在这

两个关键问题上各不相让,中日商约谈判进展十分缓慢,使得北京政府提出于六个月内完成新约

的计划落空。为使中日商约交涉不致中途夭折,北京政府向日本方面提议修约照会展期三个月,

以便双方继续努力议定新约[12]654。然而,双方谈判的焦点仍是最惠国条款问题,尽管中日商约会

议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谈判十多次,但还是毫无结果,遂决定暂为搁置,先议其他事项[17]127。可是

未过多久,双方因在一些交涉议题上分歧较大,不易妥协,谈判又陷入了停顿状态,故而不得不

再将修约期限延长三个月。事实上,日本政府起初同意修约,本想通过谈判进一步扩大在华权

益,却不曾想遭到北京政府的强烈抵制,转而采取拖延战术,逼使中方主动妥协。中方出于维护

国家主权与回应民众废约舆论的双重考量,无法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因而也使修约交涉几

度面临中断的危险。由于中日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一直争执不下,导致商约谈判被迫一次又一次地

延期。如此周而复始,至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前,中日商约交涉已经展期五次之多,但收效甚

微,反而是旧约的有效期得到一再延长,显然与北京政府倡导修约之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北京政府后期中日商约交涉的失败,无疑反映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北京

政府外交部虽然提出了根本改订中日商约的主张,但始终不敢向日本政府提出全面废除中日商约

的要求,凸显出北京政府甚为软弱的一面。此外,在商约谈判中,面对日方的蛮横无理,北京政

府并未据理力争,而是一味妥协,造成了交涉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局面,被日本方面牵着鼻子

走,使谈判时常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是长时间的停滞状态。如商约谈判正式启动后,中方所拟交

涉提案大纲共有五项:一是关税自主;二是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是收回沿岸内河航权;四是两国

人民遵守所在地法令有游历营业之权利,法令有特别限制者除外;五是遵守警察税捐章程[13]631。

但日方却不赞成上述事项同时开议,仅就关税自主问题与中方进行商讨,非但如此,还狡词拖

延,使得谈判交涉进展迟缓,成效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但是对于驻日公使汪荣宝和北京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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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约交涉中所作努力,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他们不失时机地主动提议修改中日商约,“在

中国不啻为订结对外相互平等条约之先声”[18],其与稍早开始的中比商约谈判一道,掀起了北京

政府修改中外商约的浪潮,成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日商约交涉的全过程,汪荣宝与北京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十分密切,相

当程度上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为中日商约谈判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筹备布置

之初,关于中日商约到期问题和对日提议修改商约照会内容,外交部曾反复征询驻日公使汪荣宝

的意见,汪氏也相当尽职尽责,除明晰表达个人对中日商约修改的看法外,还深入了解日本各界

对中日修改商约的态度,以供外交部参考,正如有人总结称的,“汪氏报告日本政府及国民间之

意向,外交当局即引之作为参考”[19],这些都对中日商约谈判产生积极作用。正因如此,中日商

约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得还是颇为顺利的。可是,伴随中日商约正式谈判的开始,中日间的矛盾

和冲突日益显现,尤其是日本方面修约态度的日趋强硬,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一时变得难以调

和。加之商约交涉主导权的转换,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全权负责起了中日商约交涉,由外交部高级

官员在北京与日本驻华使馆进行直接交涉———如顾维钧外长曾多次主持中日修改商约会议,跟日

方代表展开了激烈交锋———反而削弱了驻日使对商约交涉的参与程度。从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日

使馆间的电文往来不如以前那么频繁就可以略窥一二,外交部不再如之前一样经常性地征求汪荣

宝的改约看法,更多的是要求其 “探询日政府对于修约最近态度。电复外交部”[13]631。汪荣宝和

驻日使馆逐渐丧失了对商约谈判的参与权和部分决策权,转而负责中日之间其他问题的谈判与交

涉。可以说,汪荣宝及驻日使馆在中日商约交涉中地位和角色的重大变化,极大影响了其与北京

政府外交当局在商约谈判上步调的一致性,促使其更加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的废约主张。以上这

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日商约谈判的进程。其中日本政府的修约态

度,无疑是影响中日商约交涉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日本缺乏修约的真正诚意,中方虽然

一再让步,但是日方却步步紧逼,使得商约谈判举步维艰,以致中日改订商约交涉成效不尽如人

意,遂成悬案。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日商约交涉的失败,既是囿于时代大环境、两国实力相差悬殊等诸多

条件的限制,也是修约策略和方法等运用不当所致,如此多的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北京

政府后期发起的中日商约谈判不可避免地走入死胡同。特别是1928年6月北京政府统治的结束,

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主导的中日商约谈判也随之戛然而止。因此,商约交涉的历史重担,自然而然

地落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肩上,从而拉开了中日改订商约交涉新的序幕。实事求是地讲,北京政

府启动的中日商约交涉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北洋末期中日谈判没

有具体成果,主要关键在于最惠国待遇,中日各有坚持”[20]。但是它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中日商约交涉是继中比商约之后首次开启了与强国修改商约的步伐,充分展现了北京

政府外交当局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汪荣宝、顾维钧等人顺应时代

潮流,尊重民意,利用国际公法,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废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此外,它还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敏感而微妙

的关键时期,复杂多变,严峻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因此,从中汲取相关经验,例如对外交策

略的灵活使用、对现代国际法的巧妙运用、如何做到外交部与驻外使馆的良性互动等等,对于时

下中日关系建设不无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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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RongbaoandtheNegotiationoftheSino-JapanCommercial
TreatyintheLaterPeriodoftheBeijingGovernment

WengMin,ChenJie

Abstract:PracticesandeffortsoftherevisionoftreatiesintheperiodoftheBeijingGovernment

wasanimportantpartofanti-unequaltreatiesrevolutioninmodernChina.TheBeijingGovern-

menttooktheopportunityoftheterminationofacommercialtreatybetweenChinaandBelgium,

andcreatedthediplomaticwaveofamendingcommercialtreatiesamongChinaandothercoun-

tries,especiallythenegotiationoftheSino-Japancommercialtreatywhichwasthefocusofthe

public.WangRongbao,theambassadortoJapan,almostwitnessedthewholeprocessofthene-

gotiationoftheSino-Japancommercialtreaty.EspeciallyinthenegotiationoftheSino-Japancom-

mercialtreatyinthelaterperiodoftheBeijingGovernment,hemadeconstructivecontributions

andpromotedthesubstantiveprogressofthetreaty.However,duetoalongdelaybyJapanand

Chineselimitations,theadvanceoftheSino-Japannegotiationwasseriouslyrestricted.

Keywords:theBeijing Government;thenegotiationoftheSino-Japancommercialtreaty;

WangRo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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